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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企业家涌现：地方财政压力中的新机

高文静　 鲁建坤

　 　 摘要：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负面经济冲击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充分了解财政压力的影响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课题。 文章以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县级数据与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财政压力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财政压力对农民创业具有

促进作用。 财政收入冲击程度处于 ７５ 分位数的县级地区相较于处于 ２５ 分位数的地区，农民企业家出现的概

率大约高 ３ 个百分点；（２）取消农业税改革主要促进了农民在工商业领域的创业，缺乏政治关联、能力更低的

农民在取消农业税改革后成为企业家的概率提升更大。 研究启示我们，地方政府激发创业活力或许是缓解财

政压力并开拓自我发展能力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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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无论是分税制以来的财税改革使财权层层上移等长期财政体制性因素，还是负面经济冲击等短期

扰动性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地方财政压力可能会在新发展阶段广泛地持续存在，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所

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 从当下来看，大规模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等财政政策在为市场主体注入新活

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 仅 ２０２２ 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等就超过 ４． ２ 万

亿元，约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２１％ ①，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明显加大。
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地方

政府行为。 例如，财政压力如何影响税收征管（陈晓光，２０１６）、非税负担（赵仁杰、范子英，２０２１）、筹资

模式（毛捷、曹婧，２０２１；毛捷等，２０２０）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微观市场主体的

文献相对较少。 观察维度的非对称性显然不利于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改革发展。 本文以取消农业税改

革作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变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县级数据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从农民创业的

视角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这是农业历史上一

个里程碑式的惠农政策。 农业税取消对县级财政收入造成了巨大冲击。 从理论上看，取消农业税对农

民创业的影响并不确定：首先，财政压力会使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管强度（陈晓光，
２０１６），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从而抑制农民创业。 其次，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地方政府从农业活动中获取

收入的比例趋于 ０，提高了发展工商业、推动城市化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谢贞发等，２０１７；Ｈａｎ ＆ Ｋｕｎｇ，
２０１５）。 农业领域制度障碍破除的“推力”和工商业领域制度优化的“拉力”会共同推动农民身份转变，
从而促进农民创业。 因此，最终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如何需要利用实证数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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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农业税收入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值衡量不同县级

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使用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中的企业家经历判断

企业家是否是农民企业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的概率。 受取消农业税改

革冲击更大的地区在改革后出现了更多的农民企业家，具体的，财政收入冲击程度处于 ７５ 分位数的县

级地区相较于处于 ２５ 分位数的县级地区，农民企业家出现的概率大约高 ３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通过了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机制分析表明，取消农业税改革主要促进了农民在工

商业领域的创业，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制度环境变化具有包容性增长的特质，缺乏政治关联、能力更低的

农民在取消农业税改革后成为企业家的概率提升更大。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从农民创业的视角出发，为理解地方财政压力的

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新视角的微观证据。 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开源节流的行为受到广

泛关注，如加强税收征管（陈晓光，２０１６）、增加规费等非税收入（彭飞等，２０２０）、注重利用土地和地方融

资平台融资（曹光宇等，２０２０；毛捷、曹婧，２０２１）、提高支出效率（徐超等，２０２０）等。 针对取消农业税改

革，部分文献研究了它的微观影响，包括改革对农民收入（贾俊雪等，２０１９；周黎安、陈烨，２００５）、农村收

入差距（钟甫宁等，２００８）和获得感（季程远，２０２１）等方面。 然而，取消农业税如何影响农民创业行为还

鲜有研究，本文予以补充。
其次，本文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影响农民创业的角度切入，丰富了农民创业的研究。 研究农民创业

行为相关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学者主要关注个体特征，如家庭结构（杨婵等，２０１７）、农民收入（彭克强、
刘锡良，２０１６）等因素；少数学者关注了地区特征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朱明芬（２０１０）从多个维度分

析了影响农民创业行为的因素，发现地区特征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和个人特征。 张

国庆等（２０１９）基于扎根理论提出了农民创业决策驱动机制模型。 然而，至今未有文献探讨地方财政压

力如何影响农民创业，本文填补了这一缺口。
最后，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一方面，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方财政压力在短

期内难以缓解，“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重要原则，在具体

工作中充分了解地方财政压力影响的种种影响。 本文发现，应对地方财政压力，推动营商环境的改革能

够促进农民创业，这启示我们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或许是防范财政风

险恶化并保持市场主体活力的可行路径。 另一方面，本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有一定启示意义。
历史地看，吴仁宝与华西村、徐文荣与横店等农民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说明，农民创业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推力。 本文聚焦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将农民看为待开发的人力资本，本文结论表明

打造适宜农民创业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制度背景和影响机制，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报告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分析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农民创

业的内在机制，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制度背景和影响机制分析

（一）制度背景

农村税费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地方治理和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是一个逐步试点、缓慢推行的过程。 改革开始于 ２０００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 日下发的《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安徽省试点农村税费改革。
２００１ 年，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自发进行农村税费改革。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

２００２ 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税费改革试点在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青海等 １６
个省（市、自治区）内推广，上海市和浙江省也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自发进行改革。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国务院

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这一阶段的改革内

容是“三个取消”———取消屠宰税、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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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和收费；“一个逐步取消”———用三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个调

整”———调整农业税税率、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一项改革”———征收农业附加税以替代原来的村提留

（周黎安、陈烨，２００５）。
取消农业税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 ２００４ 年吉林、黑龙江等 ８ 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

２００５ 年全国有 ２８ 个省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免除农业税的惠农

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农业税的废除对部分地区的财政形成剧烈冲击。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全国共

减免农业税 ２３４ 亿元，仅 ２００５ 年一年的减免额就达到了 ２２０ 亿元。① 农业税费取消后，尽管中央政府采

取大量措施弥补地方的收入损失，但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地方财政仍然面临较大财政压力。
农业税全面取消后，各级农税人员以及在农业税征收中附着的各类税费均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负担

大幅减轻，基层治理得到改善（季程远，２０２１）。 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攫取之手”转向“看不见的手”甚至

“援助之手”（文雁兵，２０１８；谢贞发等，２０１７）。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取消农业税改革后的首个五年规

划，全国多省份把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作为重要任务。 例如，广东省“十一五”规划纲要将优化农民

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出“十一五”期间每年转移农业劳动力 ８０
万人的目标。 此外，加强金融对农村地区支持的政策也陆续出台。 例如，浙江省 ２００５ 年发布的《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特别指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支持。 这些政策为农民

企业家的涌现提供了制度土壤。

（二）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转变为农民企业家的核心在于其所结合的生产要素的变化，即从结合土地要素转向结合资本

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经济形势发生了基础性变化，给亿万农民转变身份提

供了共同机遇。 然而，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机会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惠及所有农民，农民是否能实现身份

转化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受制于当地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从制度上将农民与土

地要素绑定的激励。
取消农业税改革前，传统农业活动相关税费产生的财政收入，１００％归由地方政府享有，而工商业活

动相关税费产生的财政收入则由中央与地方分享。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能持续提供财政收入的情形

下，以各种检查、收费等形式损害农民创业的尝试就会成为常态。 对于阻碍农民创业的制度环境障碍，
地方政府同样也会缺乏激励主动去破除。 因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缺乏推动农民身份转变的财政激

励。 现实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浙江农民创业比较积极的地方，恰恰是当地农业资源最为匮乏的

温台地区，而非土地富裕的杭嘉湖地区。
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从传统农业活动中获取财政收入的比例无限接近于 ０。 在给定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农民所从事的传统农业活动，相对于从事的工商业活动，是地方财政收入

分享比例小的领域。 地方政府从制度上将农民与土地要素绑定的收益大大降低，而发展工商业、促进城

市化的收益则更加具有吸引力（谢贞发等，２０１７；Ｈａｎ ＆ Ｋｕｎｇ， ２０１５）。 农业领域制度障碍破除的“推
力”和工商业领域制度优化的“拉力”会共同推动农民身份转变。 可以说，取消农业税改革所带来的地

方财政压力“意外地”促进了制度环境的优化，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机会。
通常而言，相比于地方政府争相投入资源“招商引资”的外来企业等地方税源增量，当地农民群体

所掌握的资源、技术等相对较低，经济社会地位也不高，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农民企业家的涌

现意味着当地制度环境的改变对“弱势群体”更友好，更具有包容性。
对于以上逻辑，我们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来检验。 一是考察农民企业家创立企业的行业类型，我们预

期工商业领域内农民企业家出现的概率更大。 因为农业领域的经济活动，有些无需纳税，有些至少部分

地享受税收减免或豁免，相对而言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创收能力更大，更受地方政府的关注。 二是考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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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业家的身份特征。 地方政府有激励构建包容性制度从而减少农民创业的障碍。 例如，有政治关联

的农民企业家，可以免受政府政策效率对创业的限制（毕青苗等，２０１８；黄祖辉、俞宁，２０１０）。 但是，不具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往往更依赖政府提供的包容性制度。 如果改革促进了更多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

进行创业，那就意味着制度环境趋于推动包容性发展。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是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

究会四部门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联合开展的，课题组每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有关私营企

业状况的抽样调查。 该调查是目前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也是文献中研究私营企

业行为的重要数据库。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调查总体是所有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 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

企业。 在确定抽样县时，调查会根据县所在城市的级别、县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名单；在确定县内

的抽样户数时，调查会依照城乡比例、行业分布确定具体被调查户（陈光金等，２０１８）。 因此，该调查具

有很好的地区代表性和城乡代表性。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最主要特点是它不仅关注私营企业的发展，更关注私营企业家这一群体，数据

中包含大量的企业家特征，包括性别、出生年份、教育情况、政治面貌、社会工作、开办私营企业前的主要

经历等变量。 此外，数据还调查了企业创立时的情况，如创立时间、创立时的资本构成、资金来源等，这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支撑。

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首先是企业成立时间，它决定了企业家创业时是否受到了取消农业税改革的

冲击；其次是企业家在开办企业前的主要经历，特别是他们是否有务农经历。 如果企业家创立企业前的

主要经历包含务农经历，我们定义其为农民企业家，反之则不是农民企业家。① 由于调查采用随机抽样

的方式抽取企业，那么企业家是否有务农经历也是随机的，如果农民企业家过多或过少地出现在样本中

则可能反映了这一群体对经济变革的应对；此外，我们还使用了企业家性别、教育情况、创立企业时的年

龄等个人特征变量。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六次调查的数据。 之所以从 ２００４ 年

开始是由于该数据库从 ２００４ 年起正式将名称固定为“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并且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加入到课题组中，调查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之所以选择 ２０１４ 年作为截止年是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获得的最近的可以与地区数据进行匹配的年份。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分析样本中涉及的时间维度为企业创立年份，而非调查年份。 例如，２０１２ 年全

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被抽样企业包括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成立的企业，企业成立时间（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是我们衡量企业是否受到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的时间测度而非调查年份（２０１２ 年）。 为了排除 ２００８ 年

企业所得税并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全球金融危机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我们将企业成立时间限定在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最终，我们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构造了“私营企业家—企业成立年份”维度的数

据。 表 １ 列示了基于原始调查数据构造分析样本的过程。

表 １：样本构造

成立时间
原始数据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分析样本

１９９５ ６６ ４１ ５２ ５２ ４７ ３１ ２８９
１９９６ ８７ ３４ ６７ ６３ ６１ ４２ ３５４
１９９７ ８３ ４１ ７１ ６３ ６２ ７５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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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成立时间
原始数据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分析样本

１９９８ １２２ ４６ １００ ９６ ９８ １１５ ５７７
１９９９ ９３ ４０ ８９ ７６ ６６ ８５ ４４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９ ７０ １１２ １０６ ９２ １１４ ６０３
２００１ １０９ ８２ １１６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２４ ７０９
２００２ １１６ ７７ １４７ １２２ １０５ １１１ ６７８
２００３ ８８ ８２ １４４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４ ７４４
２００４ ５ ８４ １３９ １４７ １２４ １３４ ６３３
２００５ ６５ １１１ １３２ １１５ １２０ ５４３
２００６ １３１ １１８ １３９ ９１ ４７９
２００７ １３１ １１１ １０５ ３４７
总量 ８７８ ６６２ １２７９ １３８６ １３０４ １２９１ ６８００

　 　 注：表内数字为对应调查年份（列）样本内的不同成立时间（行）的企业的数量分布。 “分析样本”表示将不同年份调

查数据按照企业成立时间匹配后的样本量。

（二）县级地区层面数据

本文的县级数据来源于《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该数据统计了各县以及县级市的财政收入、支出、
转移支付等变量，它还包括工农业产值、农业人口、财政供养人口等变量。 我们参照文献中的做法，使用

农业税收入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不同县级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谢
贞发等，２０１７）。 为了防止这一变量受到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导致因果效应估计失效，我们仅使用改

革前数据计算这一指标：

Ｓｈｏｃｋｃ ＝ １
５ ∑

２００４

ｔ ＝ ２０００

ＡｇｒＴａｘｃｔ ＋ ＡｇｒＴｒａｎｓｃｔ
ＴａｘＲｅｖｃｔ

（１）

　 　 其中 ｃ 表示县级地区， ｔ 表示年份，ＡｇｒＴａｘ 表示农业税收入，ＡｇｒＴｒａｎｓ 表示农村税费改革补助，
ＴａｘＲｅｖ 表示财政收入，Ｓｈｏｃｋｃ表示县级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

此外，我们还使用县级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工业产值、总人口、农业人口、财政供养人口等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这些变量来源于 １９９５ 年的《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三）样本匹配和描述性统计

我们利用“邮政编码”将“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企业数据和《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进行匹配。 具体

的，我们选取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７ 年间创立企业的企业家，最终获得了 ６８５ 个县级地区的 ６８００ 个企业家数据。
表 ２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Ｐａｎｅｌ Ａ 为企业家个体特征。 农民企业家为虚拟变量，它表示

企业家在创办企业前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否为务农。 样本中约有 １１． ３％的企业家有务农经历，１５． ０％为

女性企业家，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１３． ８７６ 年，创立企业时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 ３７． ３２２ 岁。

表 ２：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ｎｅｌ Ａ 企业家个体特征

农民企业家 ６８００ ０． １１３ ０． ３１７ ０ １
性别（男，１） ６８００ １． １４７ ０． ３５４ １ ２
受教育年限 ６８００ １３． ８７６ ２． ６１６ ６ １９

成立企业时的年龄 ６８００ ３７． ３２２ ７． ５７２ １９ ５８
Ｐａｎｅｌ Ｂ 农业税取消的冲击

政策前财政收入中农业税
及相关转移支付占比

６８００ ０． ２２２ ０． １５７ ０． ０００ ０． ９６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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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ｎｅｌ Ｃ 县级初始经济特征 （１９９５）
农业产出占比 ６８００ ０． ２７０ ０． ２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９８４

总人口（取对数） ６８００ １３． １８２ ０． ６００ ９． ９０３ １４． ７３２
农业人口占比 ６８００ ０． ７４１ ０． ２４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财政负担人口占比 ６８０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２８６

Ｐａｎｅｌ Ｂ 报告了不同城市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它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间农业税收入和农村

税费改革补助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值。 该变量的均值为 ０． ２２２，表示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县级地区的

财政收入会平均降低 ２２． ２％ 。
Ｐａｎｅｌ Ｃ 报告了县级地区的初始经济特征（１９９５ 年），平均来讲，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０. ２７０，

总人口的对数值为 １３． １８２，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０． ７４１，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０. ０２６。

（四）研究设计

为了识别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我们利用不同县级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

度不同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 具体的，我们通过比较取消农业税改革前后、受取消农业税冲击较大和较

小的地区内农民企业家出现概率的差异来识别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取

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ｃｔ ＝ α ＋ β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ｔ ＋ γＸ ｉ ＋ Ｗｃｔ０ ｔ ＋ λｃ ＋ Ｐｏｓｔｔ ＋ εｉｃｔ （２）

　 　 其中 ｉ 表示企业家，ｃ 表示县级地区，ｔ 表示企业成立年份。 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ｃｔ表示企业家 ｉ 是否是农民

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在创立企业前的主要经历为务农，则该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则取值为 ０。 Ｓｈｏｃｋｃ 衡量

县级地区 ｃ 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间农业税收入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占财政

收入比重的平均值，计算方法如式（１）所示。 Ｐｏｓｔｔ 表示企业是否在取消农业税改革之后成立。 λｃ为县

级地区固定效应，它可以吸收不同县由于地理环境、土地面积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由于

Ｓｈｏｃｋｃ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因此可以被县级固定效应吸收，我们无须再对其进行控制。 β 是我们感兴趣

的系数，它表示随着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的强度变化，县域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前后出现的概率差会如

何变化。
Ｘ ｉ表示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Ｗｃｔ０表示县级地区 １９９５ 年的初始特征，包括农业占

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县人口总量、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们加入

Ｗｃｔ０ ｔ 以允许初始特征不同的县级地区的农民企业家变化趋势不同。 由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冲击发生在

县级层面，我们允许标准误在县级地区层面存在聚类。

四、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一）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表 ３ 报告了本文基于模型设定式（２）的基准回归结果，因变量为企业家是否为农民企业家，关键解

释变量是县级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强度Ｓｈｏｃｋｃ和企业是否创立于取消农业税改革以后 Ｐｏｓｔｔ 的
交乘项。 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企业家个人特征，县级地区初始年份特征与企业成立时间的交乘项，以及

县级地区固定效应、企业成立于改革后的虚拟变量。
表 ３ 中列（１）仅包含 Ｓｈｏｃｋｃ 和 Ｐｏｓｔｔ 的交乘项，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影响更

大的地区在改革后出现了更多的农民企业家。 我们在列（２）和列（３）中依次加入企业家个人特征和地

区初始特征的时间趋势，Ｓｈｏｃｋｃ 和 Ｐｏｓｔｔ 的交乘项仍显著为正，验证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的正

向作用。 具体数值上，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数值处于 ７５ 分位数的县级地区（０． ３１２）相较于处于 ２５ 分

位数的县级地区（０． １０２），农民企业家出现的概率大约高 ３ 个百分点［（０． ３１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６ ＝０．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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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取消农业税改革与农民创业：基准回归

因变量：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 （１） （２） （３）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ｔ
０． １５５∗∗

（０． ０７６）
０． １３２∗

（０． ０７１）
０． １３６∗∗

（０． ０６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ｓ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ｕ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６８５ ６８５ ６８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２０２ ０． ２０３

　 　 注：（１）企业家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企业家创立企业时的年龄及其平方，城市初始特征包括人口密度、人
均耕地面积、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２）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分

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二）识别条件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有效的前提是数据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不同的地区在改革前

农民创业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我们将模型（２）中的 Ｐｏｓｔｔ 替换为一系列企

业成立时间的虚拟变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其与Ｓｈｏｃｋｃ的交乘项系数βｔ反映了受取消农业税冲击不同的县级地区

在 ｔ 年的农民创业概率的差异。

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ｃｔ ＝ α ＋ ∑ ｔ≠２００４
βｔ Ｓｈｏｃｋｃ∗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 ＋ γ Ｘ ｉ ＋ Ｗｃｔ０ ｔ ＋ λｃ ＋ Ｐｏｓｔｔ ＋ εｉｃｔ （３）

　 　 其中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表示企业成立年份，其中取消农业税改革前一年（２００４ 年）为对照组，βｔ表示相对于对

照组，在 ｔ 年成立的企业中，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对农民创业的概率的影响。 如果取消农业税改革以前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３ 年）该系数不显著异于 ０，则表明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农民创业概率

不存在显著差异，即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报告了βｔ的估计值及其 ９０％的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３ 年的虚拟变量与

Ｓｈｏｃｋｃ的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证明了平行趋势假设是成立的。 取消农业税改革后，Ｓｈｏｃｋｃ与企业成立

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受取消农业税冲击越大的县级地区，在取消农业税改革后

出现了越多的农民企业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１：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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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中的结论是否由某些随机因素导致的，我们将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强度Ｓｈｏｃｋｃ

的数值随机分配给县级地区，使用县级地区随机匹配到的 ＳｈｏｃｋＦａｌｓｅ估计基准回归结果，将交乘项的系数

βＦａｌｓｅ保存。 我们重复该过程 ２０００ 次，得到了 ２０００ 个系数估计值。 由于此时 ＳｈｏｃｋＦａｌｓｅ的大小并不能反映

该地区受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冲击的强弱，因此我们预期βＦａｌｓｅ的数值为 ０。
图 ２ 绘制了βＦａｌｓｅ的经验分布，其中横轴表示虚拟处理效应βＦａｌｓｅ的取值，纵轴表示概率密度，竖直参

考线表示基准模型中处理效应的取值（０． １７６）。 虚拟处理效应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 ０，标准差为 ０． ０６６。
根据该分布，得到基准回归结果的概率约为 ０． ００３。 由此可见，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冲击所引致的农民企

业家的增多并不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 这一结果增加了我们对双重差分结果的信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２：随机分组虚拟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

（三）稳健性检验

１．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非农民群体创业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不受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的其他群体创业行为的变

化进行检验。 具体的，我们考虑企业家是否有村干部经历、军人经历、下岗经历和个体户经历。 由于取

消农业税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工商业中，这并不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军

人经历、下岗经历、个体户经历群体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对于村干部，由于他们从事管理工作，虽然他

们表面上是农民，但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具有权力、权威和信息优势，因此我们预期他们是否从事

创业行为也不会受到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
表 ４ 报告了检验结果，其中列（１） ～ （４）的因变量分别为企业家创业前的主要经历是否包含村干部

经历、从军经历、下岗经历和个体户经历。 同样地，Ｓｈｏｃｋｃ和 Ｐｏｓｔｔ 的交乘项反映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这

四类群体创业概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四组交乘项的系数均与 ０ 没有显著差异，取消农业税改革仅提高

了农民企业家的比重，而对其他群体的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２． 使用其他方法衡量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冲击强度

在基准模型设定中，我们使用县级地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间农业税收入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占财政收

入比重的平均值来衡量地区所受冲击，为了检验这一做法的稳健性，我们仅使用 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衡量地

区所受冲击。 表 ５ 中的列（１）报告了估计结果，Ｓｈｏｃｋｃ，２００４和 Ｐｏｓｔｔ 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我们改

变取消农业税改革冲击的衡量方式时，取消农业税改革会提高农民创业的概率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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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取消农业税与非农民群体的创业

企业家是否有下列经历：
村干部 从军 下岗 个体户

（１） （２） （３） （４）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 ｔ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９５）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ｓ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ｕ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６８５ ６８５ ６８５ ６８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Ｒ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６ ０． １９１

３． 考虑不同省份取消农业税改革的时间不同

虽然大部分省份于 ２００５ 年取消农业税，文献中也大多使用 ２００５ 年作为取消农业税改革的第一年

（谢贞发等，２０１７），但是为了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考虑不同省份取消农业税改革的时间差异，
重新定义政策冲击前后的虚拟变量。 具体的，我们参照吴敏和周黎安（２０２０）的做法，定义新的政策冲

击时间变量 ＰｏｓｔＧｒｐｃｔ，对于黑龙江、吉林、浙江、福建、西藏五个省（自治区）内的县级地区，ＰｏｓｔＧｒｐｃｔ在

２００４ 年及之后取值为 １，之前为 ０；对于河北、山东、云南三个省内的县级地区，ＰｏｓｔＧｒｐｃｔ在 ２００６ 年及之后

取值为 １，之前为 ０；其余省份内的县级地区，ＰｏｓｔＧｒｐｃｔ在 ２００５ 年及之后取值为 １，之前为 ０。 表 ５ 中的列（２）
报告了考虑不同省份取消农业税改革时间不同的结果，交乘项系数依旧显著为正，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４． 控制地区初始特征与改革后的交乘项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将县级地区初始特征与时间的交乘项 Ｗｃｔ０ ｔ 作为控制变量，即允许初始特征不

同的县级地区的农民企业家的线性变化趋势不同。 为了进一步放松该假设，我们将线性趋势替换为改

革后的虚拟变量，在模型中加入 Ｗｃｔ０Ｐｏｓｔｔ 作为控制变量。 表 ５ 中的列（３）报告了回归结果，交乘项系数

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我们允许不同特征地区在改革前后农民企业家具有不同的比

重时，取消农业税改革依旧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的概率。

表 ５：取消农业税与农民创业：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
改变取消农业税
冲击的衡量方式

考虑改革的渐进性 控制Ｗｃｔ０Ｐｏｓｔｔ

（１） （２） （３）

Ｓｈｏｃｋｃ，２００４∗Ｐｏｓｔ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２）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Ｇｒｐｔ
０． １５０∗∗

（０． ０７２）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ｔ
０． １６４∗

（０． ０８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ｏｓ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Ｐｏｓ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ｕ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６８５ ６８５ ６８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８００

Ｒ２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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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农民创业的机制分析

（一）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企业家农业创业和工商业创业的影响

农民企业家创业时行业类型的选择是理论机制的重要证据。 由于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地方政府从

农业等相关行业获得的税源减少，从工商业等行业获得的税源的重要性增加。 因此，财政压力会推动地

方政府消解不利于农民非农化的政策做法并优化工商业的制度环境，为农民创业提供机会。
为了从农民企业家的行业选择角度验证本文的机制，我们检验了农业、工商业内农民企业家的创业

概率受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① 我们主要关心农民企业家创业时的行业类型而非企业被调查时的企

业类型，但原始问卷中只有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同时统计了企业创立时的行业类型和调查

时的行业类型，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数据仅问及企业被调查时的行业类型。② 为此，我们同时报告

了使用企业创业时和被调查时的行业类型进行回归的结果。 我们预期取消农业税后工商业内的农民企

业家增多。
表 ６ 报告了取消农业税对不同行业内农民创业的影响，其中列（１）和列（２）为企业成立时的行业类

型进行分类的结果，列（３）和列（４）为被调查时的行业进行分类的结果。 结果表明，无论是使用何时的

行业类型，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业内的农民创业概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工商业内的农民创业

概率，这验证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变化对创业行为的推动作用。

表 ６：取消农业税与不同行业的农民创业

因变量：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ｐｉ

企业成立时的行业类型 被调查时的企业类型

农业 工商业 农业 工商业

（１） （２） （３） （４）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ｔ
－ ０． １０１
（３． ００８）

０． ２７８∗

（０． １６３）
０． １４８

（０． ４８８）
０． ２０９∗∗∗

（０． ０７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ｓ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ｕ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１２８ ３９４ ２９８ ６５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８ ２６１１ ５９９ ６２０１

Ｒ２ ０． ６５８ ０． ２７７ ０． ５２１ ０． ２１３

（二）政策包容性与创业异质性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提高了农民创业的概率，但是我们并没有回答这部分创业企业家具

有哪些特征。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厘清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民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评估该

政策的社会效应。 此外，对不同特征的农民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进行分析可以侧面反映出制度环境的变

化。 当制度环境变好时，没有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企业家可能更容易创业。
１． 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影响

我们首先检验政治关联不同的农民受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政治关联的衡量主要是

使用企业控制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党代表或政协委员等身份（罗党

论、唐清泉，２００９；于蔚等，２０１２）。 政治关联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企业能否获得外部融资，如银行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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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的，农业指农林牧渔业；工商业包含下列行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金融、房地产、租赁、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
例如，２００８ 年问卷调查了“开业时，您企业从事的主要行业”，“２００７ 年底，您企业从事的主要行业”；２０１０ 年的问卷仅调查了

“２００９ 年，您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是什么”。



（余明桂、潘红波，２００８）。 因此，我们使用以下变量来衡量政治关联：（１）企业家在创业时是否为党员①；
（２）企业家在创业时是否使用了银行贷款。

表 ７ 中的列（１）和列（２）报告了党员、非党员的回归结果，列（３）和列（４）报告了企业创立时使用了

银行贷款、未使用银行贷款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企业家、可
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农民企业家的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不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企业家和未

使用银行贷款的农民企业家的创业概率。 这说明，农业税取消促进了地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拉动了更

多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农民企业家创业。
２． 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影响

表 ７ 中的列（５）和列（６）报告了受教育年限不同的农民企业家的回归结果，其中取消农业税改革对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企业家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那些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农民企业家比

重。 这就侧面反映了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制度环境的改善。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没有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企业家创业具有促进作用，改革帮助了资

源更少、能力更低的农民成立企业，提高了经济活力，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 同时，这些较弱势的

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反映了制度环境的改善，当地政府财政压力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表 ７：取消农业税与农民创业：政治关联和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

因变量：ＦａｒｍｅｒＥｎｔｒｅ ｐｉ
党员 非党员

使用银行
借贷

未使用银行
借贷

教育年限
⩾１５

教育年限
＜ 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ｈｏｃｋｃ∗Ｐｏｓｔｔ
－ ０． ０５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９２∗∗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８０
（０． １８９）

０． ２１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２∗

（０． ０６１）
０． ２７４∗

（０． １４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ｏｓ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ｕ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４２２ ５９７ ４８３ ６０７ ５９５ ５１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４４ ３９７０ １８２３ ４５４７ ３９８５ ２８１５

Ｒ２ ０． ３７９ ０． ２６６ ０． ３７５ ０． ２３１ ０． ２０７ ０． ２５４

六、结　 论

本文借助取消农业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地方财政压力对农民创业的影

响。 取消农业税改革改变了农民所从事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对于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地方

政府从制度上将农民与土地要素绑定的激励大大降低。 实证分析发现，农业税取消带来的财政压力，激
励了地方政府营造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促进了农民创业，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的创业。 财政收入冲

击程度处于 ７５ 分位数的县级地区相较于处于 ２５ 分位数的县级地区，农民企业家出现的概率大约高 ３
个百分点。

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制度环境变化具有包容性发展的特质。 这不仅表现为制度变革让农民群体这个

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且表现为让农民群体中那些缺乏政治关联、能力更低的农民受

益，在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创业的概率提升更大。 这一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并且当我

们使用其他方法衡量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冲击，考虑不同省份取消农业税改革的时间差异、控制地区初始

特征的影响，考虑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后结果依然稳健。
本文结论有丰富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方面，相较于通过物质资源的倾斜性帮扶手段推动乡村振兴，

—９６—

·财税体制研究· 高文静 等：农民企业家涌现：地方财政压力中的新机

① 由于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并未统计企业家的入党年份，因此回归数据并未包含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数据。



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是更重要的手段。 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以转变观念，以待开发的人力资本

看待农民，通过打造更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环境激发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

质量兴农等国家战略的有效落地。 另一方面，本文的发现也启示我们存在一条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与农

村焕发创业活力的兼容之路，即构建包容性制度、激发内生性动力，如此，乡村振兴不仅不会给地方财政

造成压力，而且会给地方财政滋养出新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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